
 

破与立中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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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成功挑战了经济学的“市场与计划两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政

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中国模式可以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国民”

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由四大支

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构成了独特

的“中国模式”。归纳中国模式将促进“中国学派”的崛起。 

 

 

何为“中国模式” 

什么是模式？与“描述”历史道路不同，与总结历史“教训”也不同，模式是对“成

功”之路的“归纳”。 

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关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即因果

抽象。总结中国模式，前提是认同共和国的六十年取得了成功。 

中国模式从哪里来？中国模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中华的百年奋斗史、三千年

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中国模式的基

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 

有学人说，模式是固定的，中国的六十年是大变迁的六十年，而且依旧处在变迁之中。

“改革”方兴未艾，何来“中国模式”？然而，世界向来变动不居，正因为世界变动不居才

需要理论知识。固态的理论来自动态的历史，解释动态的现在，启示将来的行动。换言之，

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 

世上各种“模式”此起彼伏，从来没有永恒的成功。中国模式或许也会因为中国未来的

失败而被淡忘。然而，总结今天的成功有助于认识昨天的失败，规避明天的失败。“中国革

命”的成功被概括为拥有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法宝”。背离这“模

式”，中国革命就遭遇失败。中国革命如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亦如此。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成功地走过了六十年，却不能给人类贡献一点新鲜的知识？只有缺乏自尊才会如此断言。  



还有学人说，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不足为他国效仿，谈何模式？总结

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供他国效仿。中华文明是取经文明，不是传教文明。形成中国发展模式

的历史代价确实沉重，但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代价的成就。美欧模式、苏联模式、日本模式，

也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历史明确记载着殖民战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贩奴蓄奴，

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还“合法”的种族隔离，更有延续迄今不

断的侵略战争。 

更有些学人会说，既然今天的西方就是中国的未来，何必费力总结中国模式？在这些学

人眼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失败，后三十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

轨”，因为扭头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这种判断不仅浅薄，而且危险。迄今没有哪个

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政治、经济机器。这个

基础，中国不曾拥有，也永远不应该拥有。中国的复兴在于闯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几代人

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才完成的中国革命不能否定。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

叛。 

中国自古就是世俗国家，不依赖从纯概念出发的逻辑思辨，而靠实事求是。近年来，因

为迷信西学教条，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

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 

中国的成功挑战了经济学的“市场与计划两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

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

土文明的自觉，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归纳中国模式将促进

“中国学派”的崛起。 

抛砖引玉，在笔者看来，中国模式可以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国民”

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由四大支

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构成了独特

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表层：经济模式 

经济成就是中国成功最明显的体现，也是中国模式的表层。 

一切经济模式都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劳力、土地（生产资料）、企业、资本。 

“四大支柱”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这四大支柱是：1.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

控制权；2.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



的劳动力市场；4.（以家庭和社区集体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这四大

支柱是由“国”与“民”两大部门构成的，故称“国民经济”。 

1.国家对不可再生的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有如下功能：（1）（通过耕地和房基

地的平均分配）维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2）维持了人民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相对公平。

（3）维持了工业经济的低税率。（4）维持了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成本。 

2.国家拥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有如下功能：（1）使国家金融体系稳定、专注

地服务于工业生产，防止金融部门异化为独立的吸金帝国，甚至被外部的金融帝国操纵；还

使国家拥有了实施市场宏观调控的有效杠杆。（2）国有工业部门专注建设昂贵的、民营部

门难以承担的工业基础设施和高科技及国防工业，并建设和掌控拥有天然垄断性质的民用基

础设施以维持其价格稳定，还因此获得与西方巨大的寡头企业竞争全球资源的能力。（3）

组织建设了教育、科研、卫生、体育、文化等民营部门难以承受的非盈利部门，使之迅速发

展和繁荣。 

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自由劳动力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广大劳动者

获得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2）保障劳力的低成本暨国际竞争力。 

4.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竞争

的效率。（2）保障社会平等，维持了“富不过三代”的非阶级社会传统。（3）保障供应的

弹性，以适应市场风云变幻的需求。 

如此，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一左右的国有部门，另一部分

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三左右的庞大民营部门。“国”与“民”两部分功能不同。两大部门互

为补充，互为支撑，协调发展，是为“国民”经济模式。 

中国经济模式是独特的。国民模式不是苏联式的“产品经济”，因为不依靠“全民所有

制”。国民模式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国民模式不是西北欧

的“社会市场经济”，因为不支持高税率、高福利。国民模式更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国

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经济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大型私有企业也不是中国劳动

力的主要雇主。中国经济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经济，官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官民协作的国民经济模式成功缓解了计划经济缺动力、市场经济缺情义、福利经济缺效

率的问题，空前地调动了全国工商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了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带来了物

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使小农中国的工业化得以高速推进。 

这个官民合作的经济模式当然有缺陷，也说不上比其他模式“高明”，因为各国的政治



社会历史前提是不一样的。任何一种经济模式，在地球五分之一人口面前，在城乡差距，在

从南到北、从沿海到高原的巨大地域差异下运作，都会漏洞百出，弊端丛生。 

我想说明的是，任何经济模式的形成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具体的国情条件使然，是长期

“试错”的结果。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模式已经成型，是走向胜利的模式。中华一贯

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一部分学人指责中国搞资本主义，另一部分学人指责中国坚持社会

主义，可谁又能否认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进口”的意识形态

概念就是如此的苍白和尴尬。中国的成功应当催生自信的“中国派”。 

 

中国模式的中间层：民本政治 

中国官民合作的经济成功显然不可能脱离政治解释。在笔者看来，“民本政治”是国民

经济的基础，是中国模式的中间层。民本政治垮了，国民经济就崩溃。 

所有政治体制都包含四个基本要素：政府与人民关系的主流意识形态；政府组成人员的

选拔方式；行使政府权力的主要机构；预防和纠正政府错误的机制。  

“民本政治”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

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从功能上看，

民本政治的“四大支柱”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指导核心执政集

团，核心执政集团维持绩优选拔和分工制衡。抛弃了民本观，后面三个支柱就会相继垮掉。 

从性质上看，中国政体不是西方议会政党制，因为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是中华政体

的核心。政体功能最强大的部分来自执政集团，最脆弱之处也在这个集团。当这个集团先进、

无私、团结，整个中华民族就势不可当。当这个集团丧失民本理念，官员谋私，涣散分裂，

就会脱离人民，导致 “群龙无首”，一盘散沙，被人民推翻，直至诞生一个新的“先进、

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 

从结果看，尽管民本模式有很多缺陷，但适应国情，并不“落后”于西方的“自由民主

制”。六十年来，民本政体相当出色地满足了“百姓”眼下和长远的需求、部分和整体的需

求，以及既要发展又要安定团结的需求。 

中国革命的幼稚时期曾接受“共产国际路线”，导致了惨痛的失败。全盘接受“西方民

主教”，另起炉灶搞拆故宫建白宫的“政治体制改革”，鼓吹党争，会大幅降低我国政府的质

量，无中生有地制造社会分裂，导致政治倒退(political decay)。审视大中华区各政治实

体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我们可以检验上述结论。结论有三条： 第一，强大的先锋党是根本，

能维持行政主导，建设并巩固法治。第二，西式的竞争型选举政治能分裂执政党，摧毁行政



主导，削弱法治。第三，与新加坡和香港政体相比，中国民本模式里的法治不够健全。 

从可持续性上看，如果中国共产党能避免落入台湾式的选举陷阱，厉行法治，走群众路

线制止腐败，民本模式可望完善、持久。 

 

当代社会组织模式：社稷体制 

中国的社会特征催生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组织体制。社会体制是中国政体独特性的直接原

因。反过来，中国政体的质量也为中国社会体制的质量提供保障。笔者称中国当代社会组织

模式为“社稷体制”。 

“社稷”初指“民以食为天”，拜五谷神的庙堂，后亦泛指官民在利益和意识上的统一

体，介乎“民”与“君”之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社稷不同于西方

的“国家与社会”两分。社稷系于物质福祉，亦系于伦理精神，较适合描述中国官民互动的

“责任”机制。在社稷中，官与民不是所谓“国家与社会”孰大孰小，孰强孰弱的关系，而

是鱼与水，骨与肉的关系。官民之间离心离德，社稷就分崩离析。 

国民经济是中国模式的表层，社稷体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层，民本政治居于两者之间，

是关键层。社稷是民本的源泉。但“民本”政治垮了，“社稷”也会分崩离析。 

中国社稷体制由四大支柱构成：（1）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2）（以家庭

为单元的）平等的社区和（工作）单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与西式分层的“市民会社”

（civil societies）大为不同。（3）社区和单位与“条条、块块”构成的行政网格天然重

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即社稷。（4）家庭伦理

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西方的市民会社与中国立体网格式的社稷都使得社会有组织、有秩序。但不同之处也很

明显。市民会社由个人构成，社稷由家庭构成。市民会社的基础是阶级和社会分层，社稷的

基础是平等的社区和单位。市民会社的内外纽带是法权，社稷的纽带是家庭伦理。市民会社

是集团利益博弈的依托，社稷内的单位和社区也相互竞争，但家庭为自身福祉“择木而栖”，

自由流动。市民会社与国家有清晰的“群己权界”，维持权益争夺的动态平衡，社稷官民一

体、公私一体，维持官民距离远近的动态平衡。 

比起“国家与社会”两分，社稷体制未必落后。个人至上比家庭至上更先进？分为上、

中、下层阶级的市民会社比平等的社区和单位更能鼓励社会流动？契约法理比家庭伦理更公

正可靠？国家与社会界限分明比官民复合的社稷更自由？集团与集团斗，社会与国家斗，会

使中华的政府抛弃民本观，背离人民，会使中华社会分崩离析。官民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



力气往一处使，中国才能快速进步。 

中西社会组织方式都是特殊的，我并不想分高下优劣，也反对分高下优劣。我想说的是，

因为历史轨迹不同，以美欧社会模式衡量中国社会进步的程度并不恰当。把中国社会分成“上

中下”十多层，称占半数中国人口的农民是“弱势群体”，夸张拥有某类财产的“中产阶级”

的作用，等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释力是大可怀疑的。其必然结论是要求中国社会以集团

为单位进行博弈，要求利益博弈的公开化、合法化，从而使“人民共和国”成为利益集团的

共和国。就这个意义而言，社稷立体网格的解释力强于基于阶级分析方法的社会学分层理论。 

 

破与立中的中国模式 

综上所述，笔者冒昧认为，中国模式三位一体，由民本政治、社稷体制、国民经济三个

子模式共12个支柱构成。 

社稷体制塑造民本政治；民本政治保障社稷体制也塑造国民经济。亦可称，政治模式是

首脑，社会模式是躯干，经济模式是翅膀。如此的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

前三十年迎风破浪“击水三千里”，后三十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两股旋风冲天而上。

因其体量巨大，不妨称之为“鲲鹏模式”。 鲲是《庄子·逍遥游》中描述的一条巨大的鱼；

这鱼嬗变为巨大的鸟，腾空而起，即鲲鹏。据庄子说，这鲲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

水击三千里，抟（“抟”，音义皆同“团”）扶摇羊角（“扶摇”及“羊角”为两种旋风之名）

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  

 “人民性”，即中华“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是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的

中国模式最突出的特点。由此，中国模式亦可称为“人民民主”。正因为人民性，以民为本，

官民一体，国民一体，共同努力，我国经济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平稳。 

搞国家社会两分，官民脱离，信奉法条主义，资本至上，丧失了“人民性”，我国就出

现了成堆的严重问题，就呈现普通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 

中国模式当然有缺陷，正如世界上的所有模式都有缺陷。然而，中国六十年的巨大进步

正是在这个体制下取得的。肯定这个进步，发现这个进步的原因，是笔者总结中国模式的动

力。 

思想上的破与立是当代全球生存竞争的主战场，思想斗争的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

绝。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是解构所谓“普世”价值，把一个药方（由“民主、

宪政”两个抽象名词组成）包医百病的荒唐道破；第二是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华的生存方式，

给出让知识界信服的关于“中国模式”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



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我国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

自觉。上述中国模式就是在试图总结中国的生存发展之道，挑战了国家与社会两分及市场与

干预两分的西式教条，更挑战了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新蒙昧主义。 

 

（作者：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